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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不仅是一名卓越的科学家，也

是一位颇具远见的教育家。

钱学森的教育实践横跨东西方。在美

国20年的学术生涯中，钱学森曾分别在麻省

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担任教职。回国

之后，面对中国航天事业初创时期科技人

才严重短缺的局面，钱学森便将建设航天

科技人才队伍作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力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上，钱学

森展现出非凡的战略规划能力。他与钱

伟长合作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1956年1月，力学所成立，钱学森担任第一

任所长。随后，他参与了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筹备委员会工作，并担任力学和力学工

程系（后改称近代力学系）主任。他在该

系办学模式设计、教学计划制订和课程设

置等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并为力学系学生

讲授火箭技术概论、星际航行概论和物理

力学等课程。

钱学森的教学内容始终站在学科最前

沿。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提出要建立一

门新的学科——物理力学。他在1953年

发表的论文《物理力学，一个

工程科学的新领域》中，正式提出物理力学

这一新学科；同时期他给加州理工学院的

研究生讲授物理力学课程，并编写了一套

《物理力学》英文讲义。1958年，钱学森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设立了物理

力学专业，并亲自授课。

半个世纪以来，物理力学已取得了丰硕

成果，钱学森的核心思想和研究模式已成为

当今材料科学和力学学科的世界潮流。

钱学森格外重视学生的基础训练。在

他的学生、后来担任共和能源集团总裁的

克劳德·布伦纳的记忆中，钱学森的课堂甚

至有些“恐怖”——他不允许任何人提问。

有一次课上，一位同学表示对黑板上的公

式不太明白，钱学森停下板书，反问这名学

生是否学过某些基础课程。学生回答“学

过”后，钱学森说，“既然学过，就不需要我

再解释”，然后继续讲课。

这种对基本功的强调，也体现在他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学中。

他并不提倡死记硬背，而是以独特方

式督促学生学习。有一次考试，他只出了

两道题，其中一题是：“从地球发射一枚火

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地球，请列出方程并求

解。”学生们从早上考到中午，没有一个人

能交卷。钱学森认为学生基础还不够扎

实，于是让大家延长半年学习时间，专门补

习工程数学。

正是这种引领前沿与夯实基础并重

的教育方式，培养了一批科技帅才和将

才，如以孙家栋、王永志为代表的中国第

二代航天事业领军人物，以及以包为民、

孙斌为代表的第三代航天事业领军人物。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助理研究员）

1958年，钱学森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期间，有一次课堂

上，他花了整整3个小时，只为让同学们重

视作业中出现的问题。

钱学森说：“小数点点错一个，打出去

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所以你错

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最后，他在

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严谨、严肃、严格、

严密”。一位科学翘楚的事业心，以及对

年轻学子的拳拳之心震撼着在场的所有

同学。

“严谨、严肃、严格、严密”，这种科学

精神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也是钱学森一

生学术精神的写照。

钱学森曾告诫学生说：“搞科学的要下

笔千钧。”事实上，钱学森对自己的要求更

加严苛。1941年美国《航空科学学报》发表

了钱学森一篇分量十足的论文《柱壳轴压

屈曲》，论文发表时只有短短的10页，可是

钱学森写下的演算草稿竟达800多页。在

完成论文后，钱学森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把

800多页的手稿装进纸皮袋，并写上“Final

（最终的）”的字样。但他立刻想到，真理是

相对的、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紧接着他又

在“Final”之前加上“Nothing is”，变成了

“Nothing is final”，意为对科学真理的探索

永无止境。

在工作中，钱学森要求团队对科学问

题保持敬畏，要求大家在科研中要有严肃

的态度。在钱学森的工作手册中，每次试

验都有详细记录，甚至把大大小小的异常

或故障列出表格，一一落实解决。对已经

解决的问题，他注上“已换”或者“已重新

调试，可用”等。对尚未解决或落实的问

题，他在表格中用红笔作个“*”号，并注明

已指定责任人协调解决。

钱学森在细节上，要求极其严格。一

次导弹试射前夜，他发现数据异常，坚持

要求所有人通宵复核。第二天清晨问题

解决，试验得以成功。在场的人感叹：“钱

老的眼睛比仪器还准。”

为了厘清导弹武器系统各个组成部

分之间的联系，使人一目了然，钱学森提

出，从总体、分系统、子系统直至单机与部

件、组件等的承制单位，都要制定自己的

网络流程图，将任务的整个过程画在一张

图上，并标示出它们之间的分工、关系、时

间要求和完成的情况。下一级的流程图

必须和上一级的流程图接轨，确定“节点”

任务的完成时间和技术指标要求。在他

的倡导下，航天部门的许多计划和工程部

门的墙上，都挂起了按技术上和组织上的

各种时序联系和逻辑关系制定的严密的

流程图。

钱学森精益求精的精神，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航天人，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今

天新一代航天人的“毫米级”精度追求，离

不开钱学森“严谨、严肃、严格、严密”精神

的影响和垂范。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供稿）

在前不久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核导弹第

二方队作为装备方队压轴出场。12台大型导弹运

输车载着“东风-5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通过

天安门广场，光荣接受检阅。

此刻，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的展柜内，静静躺

着一枚“上海”牌手表。当年，在指挥包括“东

风-5”远程洲际导弹在内的多场发射试验时，中国

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都戴着它。

铸造“倚天长剑”，打破洲际导弹垄断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作出发展“两弹一星”

的战略决策。恰逢其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

到祖国，投身火箭、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

术研制工作。作为技术领导人，他勇挑重担，精心

组织攻关会战，为“两弹一星”与中国航天事业的

创建与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1963 年 11 月，钱学森组织起草了《对地地导

弹技术发展途径的意见》，制定了著名的“八年四

弹”规划。按照这一计划，我国将在1965年到1972

年的8 年间，研制出“东风”系列改进型中近程导

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和远程洲际导弹。其中

最后一型，便是射程可达 8000-12000 公里的“东

风-5”远程洲际导弹。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后一

弹的研制任务严重拖期，导弹虽然完成了基本设

计，并进行了高、低弹道飞行试验，但尚未进行全

程飞行试验。

1977年9月18日，国防科技领域的三大任务

被列入国家计划，其中之一就是向南太平洋海域

发射洲际导弹。

要完成这一高难度的飞行试验，首要难关便

是解决导弹再入大气层时的弹头防热问题。为

此，钱学森将从南到北几十家单位的高超声速气

动防热领域的科技人员组织起来，开启了一场关

于弹头再入气动、防热研究的“淮海战役”。钱学

森走访了几乎所有“参战”单位，指导解决了上百

个攻关和协作问题，基本突破了关键技术难点。

随着 1978 年 4 月 16 日“东风-5”第二次低弹道飞

行试验的圆满成功，这场技术攻关大获全胜，洲际

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980年5月18日10时整，一声“点火”令下，四

条火龙将“东风-5”迅速托起。导弹跨越西太平洋

碧波万顷，准确落入指定海域，落点误差只有250

米，远远低于误差指标。

这次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拥有了第一代洲

际导弹。它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的

长期垄断，中国人民从此拥有了可以指向地球任

何一个角落的“倚天长剑”！

“八年四弹”规划体现了钱学森的远见卓识，

为我国导弹和运载火箭技术指出了一条正确的发

展道路，为我国航天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后续“东风”家族和“长征”系列也得以在

此之上开枝散叶、茁壮成长。

“有矛必有盾”，建设中国防御体系

除了战略导弹，钱学森也为我国导弹防御体

系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之后，面对美、苏等国的导弹核

威慑，毛泽东主席开始从战略上考虑如何反击来犯

导弹，保卫国土安全。1964年2月6日，毛泽东邀请

气象学、地理学家竺可桢，地质学家李四光和钱学

森到中南海畅谈科学工作。

此次交谈中，毛泽东向钱学森提出“有矛必有

盾”，希望他组织人员进行反导系统的研制。根据

党中央指示，当时的国防科委于1964年3月成立

以聂荣臻元帅、钱学森为负责人的防御问题小组，

由钱学森负责成立防御规划和反导规划小组并开

展反弹道导弹研制任务，史称“640工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领空频遭境外飞机入侵，国

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钱学森响应党中央部署，着

手构建既有“矛”又有“盾”的国防尖端科技体系。

20世纪60年代，在钱学森主持下成功研制的“红旗

二号”地空导弹，大大提升了中国的防空能力。

钱学森还参与了中国海防导弹的发展规划。

从仿制苏联的“上游一号”，到自主研发的“海鹰”

系列，再到现如今海空两用的“鹰击”系列反舰导

弹，沿着钱学森等人的设计思路，中国海防导弹走

出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我国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始于“640 工

程”，尽管其后续型号研制工作受各种因素影响无

果而终，但其预研的一批重要技术成果，如超高速

导弹、相控阵雷达、激光武器系统等，为日后国防

科技相关领域的建设，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

技术积累。

“化剑为犁”，提出系统工程思想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逐步从国防科研一线

领导岗位退了下来。重回学术理论研究的他，思

索的仍然是如何将自己的研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联系起来，并将关注点投向了与国计民生息息

相关的诸多领域。

彼时，以信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西方的未来学家预测世界将

出现一系列剧变，新的社会形态将伴随着新技术

浪潮的冲击而诞生。我国国内也对未来科技发展

与可能产生的社会变革展开了热烈讨论。与此同

时，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已于

1978年召开，我国正快步迈入发展新阶段。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钱学森对中国科

技如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了深刻思考与客观论

证，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系统工程。他结合

领导航天事业的科研实践，提炼总结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及方法，并提出建立总

体设计部的构想。

1978 年，《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

一文的发表，标志着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已从

萌芽发展至体系。随后钱学森“化剑为犁”，依

托于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结合系统工程思

想提出人机结合理论，并将虚拟现实等技术用

更为中国本土化的“灵境”一词表达出来，对未

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指明了前

路，并尝试将系统工程思想应用于社会、经济、

管理等诸多领域。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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